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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服务业发展的轨迹、
逻辑与战略转变

过去40年来，中国通过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现了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

的显著增加，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这当中，服务业从改革开放之初的最末产业一跃成为第一大产

业，逐渐成长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一典型事实似乎也符合发达国家在工业化阶

段由中后期向后工业化阶段转换过程中，国民经济必然出现服务化发展趋势的客观规律。但是，这一客

观规律在中国情境下的具体表征是什么？符合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吗？在当前的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

时期，这些问题亟需得到科学回答。为此，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梳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服务业的发

展事实，概括总结其历史轨迹、内在逻辑，描述改革和开放在中国服务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在新

时代背景下中国服务业发展必须加快转向内需主导型战略的命题，并对这一战略的基本内涵、作用机

制、实施前提以及政策取向等问题进行分析。

一、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发展的历史轨迹
（一）服务业发展的总体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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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改革开放4040年来的经验分析年来的经验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已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无论在总量

规模还是在内部行业结构上，中国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仍相当滞后。这种现象

发生的背后逻辑在于出口导向战略下的国际代工模式在供给层面上对国内本地化的服务业企业

产生了正向的技术溢出效应，但同时也在需求层面上造成了负向的市场挤出效应，而且随着全球

化分工的深入，这种市场挤出效应正在逐渐超越技术溢出效应。据此，本文提出新时代背景下的中

国服务业发展亟须转向内需主导型战略的重要命题，主张依靠国内市场主体的有效需求为主导，

虹吸国内外优质生产要素为我所用，在差异化的垄断竞争中，促进当前及未来服务业的创新和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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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长总量十分可观

改革开放以来，受惠于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型，一些所谓的“寄生性”服务业部门也得以“平反”，开

始大规模地发展起来。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统计，服务业增加值从1978年的905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

427032亿元①，年均增长率达到18.1%，远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24.6%增加到2015年的50.2%，这是继2013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占比之后，首

次跨越50%大关，2017年这一比重继续升至51.6%，中国的“服务经济”时代由此开启②。这一期间，服务

业增加值占比每年增加1.9个百分点，而且近年来，其比重呈现不断加速上升趋势③。

2.服务业吸纳就业的潜力未能充分发挥

国际经验表明，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服务业将成为吸纳劳动就业

的主要渠道[2]。自1978年以来，随着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先上升后趋稳，服

务业就业比重也表现出相对较快的上升趋势，然而，中国服务业在吸纳劳动方面没有充分发挥出应有

的潜力。权威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服务业就业人数高达33757万人，相较于1978年的4890万人，整整

增长了5.9倍。但2016年的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比重也只有43.5%，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根

据世界银行的数据统计，2016年属于发达国家的美国和日本，其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

重分别高达81.3%和69.6%；属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巴西和保加利亚，其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

的比重也分别达到了63.3%和63.6%。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中国服务业就业的增长率也呈现出

不断下降的趋势。

（二）服务业发展的行业结构

1.专业化发展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实行优先发展物质生产部门（尤其是重化工业）的国家战略，因而服务业部门

发展极其落后，门类也很不健全，而且常常是内嵌于物质生产部门当中，比如很多国有企业往往都设有

食堂、幼儿园等等。但在1978年以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大量为生产活动进行服务的各种辅

助性部门逐渐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服务部门，这样一来，服务业从无到有，规模逐渐扩大，在专业化和

规模化效应的作用下，劳动生产率获得了快速提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统计，中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

从1978年的0.1851亿元/万人稳步提升至2016年的11.3819亿元/万人，年均增长率达到11.4%。而且，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呈现出明显加速上升的趋势。

2.行业异质性导致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服务业作为一个庞大的部门，它所包含的行业是十分芜杂的，各行业生产技术也呈现很大差异[3]。这就

决定了服务业具有很强的行业异质性。譬如，有些服务业部门的可标准化程度较高，生产过程能够脱离

消费过程独立实现，在达到一定的标准化水平之后，服务劳动的机械化替代也成为可能，因而其生产率

的提升就比较快速；而有些服务业部门的可标准化程度较低，所要求的个性化程度高，甚至生产过程本

身也需要消费者参与，因而其生产率提高就十分缓慢。表1描述了1991年以来中国服务业内部各行业

的劳动生产率情况。从表1可以看出，房地产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最高，二者

在2011—2015年间的均值分别高达102.5亿元/万人和129.0亿元/万人，在2006—2010年间的均值也

达到了85.4亿元/万人和81.0亿元/万人，均远远超过其他服务业行业的生产率水平。其中，教育行业

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是最低的，2006—2010年、2011—2015年两个时期的均值分别只有5.8亿元/万人和

11.3亿元/万人。进一步观察表1可以发现，劳动生产率最低的行业除了教育以外，公共管理、社会保障

①本文采用国内产业划分标准来进行界定服务业，即基于GDP核算体系中的第三产业。
②根据Fuchs（1968）的研究，服务经济的典型特征之一就是服务业产出超过总产出的一半以上[1]。
③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库。限于篇幅，本文未呈现1978—2017年的数据列表，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如无特别说

明，后文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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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组织，卫生和社会工作，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一些具有公共

品性质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也十分低下，这或许与Baumol（1967）所说的服务业“成本病”有关[4]，

同时也反映出中国的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亟待进一步加强。

（三）服

务业发展的

体制改革

1. 从 严

格管制到逐

渐放松

建 国 以

来，中国基本

上沿用了苏

联的政治经

济体系，国民

经济主要是

重工业和轻

工业“两大部

类”，服务业

基本上是被

排除在外的。

随着 1978 年

中国经济体

制改革序幕的拉开，服务业的发展问题开始逐渐回归到中国的主流经济研究中来。许多学者认为，服务

业的相关问题研究应当和工业经济、农业经济等部门研究取得同等重要的地位[5][6]。在服务经济理论取

得了一定进展之后，1992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标志着中国服务业改革正

式展开。但中国服务业改革走的也是一条“渐进式”变革之路，即按照先易后难的基本原则，推动服务业

的市场化转轨。在《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实施之后，国务院又在2007年颁布了《关于加快发

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而且近年来还陆续出台了家庭、养老、健康、文化创意等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指导

意见，2014年又颁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等等。对这些

正式文件进行概括总结，可以看到：首先是开始建立和完善服务业在国民经济统计中的相关指标，为服

务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其次是在国有经济比重较高的对外贸易、教育、电信、金融、保险等行业，

逐步放宽对非国有经济的市场准入限制；再次是有步骤地扩大对外开放，提升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

最后是通过试点负面清单制度，真正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来加快推进服务业发展。

2.市场化改革任重道远

尽管上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有力地推进了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使得服务业正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

中的第一大产业。但是，从过去40年来的发展实践来看，改革的成效还尚未充分显示出来。究其原因，

体制机制束缚仍然是最重要的制约因素。以银行业为例，长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业不仅存在着非常高

的具有行政垄断性质的进入障碍，而且还存在严重的市场垄断问题[7]。自2003年启动大型国有商业银

行股份制改革以来，国有商业银行总资产占银行业资产总额中的比重，从55.5%下降到2016年的

行业名称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批发零售业

住宿和餐饮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金融业

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教育

卫生和社会工作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1991—1995

1.2

0.9

—

—

8.5

10.4

0.0

1.0

—

—

0.5

0.7

—

1.0

1996—2000

2.1

1.4

—

—

14.8

15.3

0.0

2.7

—

—

1.2

1.4

—

1.8

2001—2005

9.8

12.3

21.9

35.4

17.0

33.0

13.4

6.0

4.5

51.9

2.7

3.5

9.1

3.7

2006—2010

25.4

39.9

32.8

44.5

35.4

85.4

19.2

14.9

6.5

81.0

5.8

7.9

14.9

9.1

2011—2015

65.0

40.1

38.0

48.4

74.1

102.5

34.6

28.6

11.6

129.0

11.3

14.3

27.3

14.0

表1 1991—2015年中国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的劳动生产率 单位：亿元/万人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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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但是几大国有银行的市场地位并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改变①。而且，即使是在2015年利率市场

化改革基本完成后，各地主要商业银行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成立了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并通过该

机制就存贷款利率浮动上、下限达成一致意见。显然，此举涉嫌价格合谋，违反《反垄断法》。从某种程度

上说，依靠成立具有垄断嫌疑的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实际上使利率市场化又回到原先的双轨制中去了，

而这也将导致商业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成效大打折扣。因此，如果不能真正地做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起决定性作用，就不能说服务业的体制机制束缚得到有效破除。中国服务业的市场化改革依然任重

而道远。

（四）服务业发展的对外开放

1.服务贸易和FDI蓬勃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服务贸易获得了蓬勃发展。图1描绘了1982年以来中国服务贸易进出

口金额及其占世界服务贸易的比重情况。从图1可以发现，中国的服务贸易进程大致可以划分三个阶

段：1982年至1991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的服务贸易刚刚起步，其进出口总额从1982年的44亿美元

增加到1991年的108亿美元；1992年至2000年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的服务贸易稳步持续增长，其占

世界服务贸易的比重从1992年的1%增加到2000年的2.3%；2001年至今为第三阶段，随着成功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WTO），中国的

服务贸易进入了一个增长

的快车道，其进出口总额从

2001年的 719亿美元快速

增加至2015年的7130亿美

元，15年间增长了近10倍。

而且，近些年来中国的制造

业和服务业部门在利用外

资的结构上也出现了明显

的分野，制造业呈现小幅下

降趋势，服务业则表现出迅

猛上升的特征，中国的服务业正在成为吸引外资的新热点，有利于优化宏观经济结构[2]。

2.服务业开放结构需进一步优化

然而，在服务业对外开放中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事实是，从1992年起，中国服务贸易表现为持续

逆差，而且近年来呈现持续扩大趋势，2014年达到历史最高的1971亿美元（见图2）。这一事实说明，中

国的服务贸易出口在国际竞争中没有

优势。如果进一步剖析服务业内部各

行业的对外开放情况，我们发现造成

中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低下的一个重

要原因在于服务业开放结构较为粗

放。表2列示了2004年以来中国服务

业内部各行业的FDI实际利用金额情

况。从表2可以看到，房地产业一直是

利用外资金额最高的服务行业，

①数据来源：利用历年《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银行业调查报告》中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图1 1982—2015年服务进出口金额及其占世界比重

数据来源：Wind资讯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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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82—2015年中国服务进出口差额

数据来源：Wind资讯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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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5 年的均

值达到了 308.1 亿

美元。紧随其后的

是 批 发 零 售 业 ，

2013—2015 年实际

利用外资金额平均

达到了 81.6 亿美

元。然而，像科学研

究和技术服务，信

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等现代

服务业，吸引外资

的比例仍然十分有

限。这也直接导致

了我国服务业的整

体国际竞争力难以

提升。因此，从直观

上讲，中国服务业

的开放结构还需进一步优化。

二、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发展的内在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业在总体规模、行业结构、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等多个方面均取得了长足

的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仍然是相当滞后的。造成这种情况

的关键因素在于长期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从供给视角来看，以国际代工为主的出口导向型发展

战略为国内本地化的服务业企业带来了可供模仿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产生了正向的溢出效

应；从需求视角来看，这种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所引入的外商企业基本上是纵向一体化的跨国公司，其

所需的配套服务也大多由外商提供，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对本地化的服务业企业造成了负向的挤出效

应。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服务业就是在这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下艰难成长起来的。

（一）出口导向中的技术溢出效应

技术溢出是指技术在跨国公司技术源与东道国技术接受企业之间的非自愿扩散，其实质是一种经

济外部效应。通过这种技术扩散，东道国企业的技术或生产力能够取得跨越式进步。随着全球化分工的

深入演变，中国利用廉价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上的比较优势迅速融入到了全球价值链当中，形成了

以国际代工为主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应该说，由于中国本土企业与国际先进企业之间客观存在的

巨大技术鸿沟，这种先选择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进行国际代工的企业战略，不失为一种避开发达国

家阻断中国企业融入国际产业分工的次优路径。在这一过程当中，外商企业将会通过直接和间接途径

对本土服务业企业产生技术溢出。从直接途径来看，一方面，外商企业的高技术效率会对本地企业产生

示范效应，其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将被本土企业直接进行复制或模仿，包括企业的研发能力、品

牌运作能力、产业链的管理能力等。譬如美国沃尔玛公司在墨西哥子公司发展冷链（Cold Chain）技术，

引发墨西哥本土零售商也先后发展这个技术，即示范效应产生技术溢出[8]。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在东道

表2 2004—2015年中国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的FDI实际利用金额 单位：亿美元

行业名称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批发零售业

住宿和餐饮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金融业

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教育

卫生和社会工作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004—2006

16.900

11.892

7.449

10.004

2.553

65.326

35.973

3.811

1.878

3.073

0.285

0.473

3.315

0.042

2007—2009

24.618

41.664

9.414

21.690

4.287

174.916

50.519

13.653

3.897

9.595

0.275

0.244

3.423

0.002

2010—2012

29.694

81.607

8.265

28.480

17.175

249.973

79.079

25.068

8.744

17.003

0.155

0.773

5.357

0.004

2013—2015

42.863

109.992

6.187

31.571

71.605

308.063

109.657

35.114

6.809

6.988

0.227

0.951

8.112

0.047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Wind资讯的相关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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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生产过程中需要对本地化的劳动者进行专业化培训，而这些劳动者可能会在学习到专业技能、市

场营销网络或管理能力后，“跳槽”到本土服务业企业担任重要职位，此即所谓的人才流动效应。可见，

不论是示范效应还是人才流动效应，都将使得本土服务业企业从外商企业引进过程中获益良多。但除

此之外，外商企业也还会通过一些间接途径对本土服务业企业产生技术溢出。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以

前，中国几乎所有企业都是“大而全”或“小而全”的组织结构，服务和生产环节是一体的，这种企业组织

方式带来了非常严重的效率损失。而改革开放后实施了较为全面的出口导向政策，外商企业在高度专

业化分工机制的作用下，通过服务外包方式向东道国进行服务产业转移，从而刺激本土服务业企业大

量地从制造企业中专业化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产业部门。外商企业对本土服务业企业的这种技术溢

出往往是比较隐性的，对本土服务业企业的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都会产生不小的影响。

（二）出口导向中的市场挤出效应

然而，在出口导向的国际代工模式下，中国的本土产业也陷入到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陷阱中了，加上

近年来跨国公司纷纷在中国本土设立研发中心，利用其技术、资金等优势形成了对国内本土生产性服

务市场的供给垄断，在很大程度上挤出了本土服务业企业[9]。正如江静和刘志彪（2010）所指出的，国际

代工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封闭的网络生产体系，制造业的繁荣并没有形成本土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需

求，反而对生产性服务业造成了严重的市场挤压[10]。而且，这种由于出口导向战略所导致的本土服务市

场挤出效应，还具有产业层面上的双重叠加性质。具体而言，一方面是从制造业角度来看，外商大量投

资制造业，将其处于衰退期的或者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制造环节转移至东道国，必然会在资本要素、劳动

力要素等领域与本地服务业企业形成全方位竞争①。特别是一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力资源，往往偏好

进入所谓的“外企”工作，这将导致服务业发展（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缺乏足够的人才支撑，服务外包也

被锁定在一些低附加值环节。另一方面，从服务业角度来看，由于不同国家间政府管制、文化壁垒的存

在，外商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进入东道国可能面临着信息障碍，因此，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就倾向于跟随母

国的下游制造业企业进入东道国[11]。这样一来，外商服务业企业将在地域上形成联动效应进而满足外

商制造业企业的服务需求[12]。国家权威数据统计显示，2016年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高达838.9亿美元，

占全部外商直接投资的66.6%，而这一数字在中国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初只有20.3%（2002年），14年

来年均增长率达到8.9个百分点②。这表明，日益扩大的服务业外商投资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出口

导向战略下的国际代工对本地服务业企业产生的市场挤出效应。

三、新时代背景下服务业发展的战略转变
上述经验分析表明，出口导向型战略是中国过去服务业发展的内在逻辑，在分工不断深化的作用

下，它所引致的市场挤出效应正在逐渐超越技术溢出效应。因此，这一战略断然不可持续，新时代背景

下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战略必须从出口导向型战略加快转向内需主导型战略，促进服务业由数量型向质

量效益型发展转变。可以说，实行基于内需经济的服务业发展战略无疑是中国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向

后工业阶段实现过渡的主要路径。这当中主要有三个问题需要分析：一是内需主导型战略的基本内涵

是什么；二是内需主导型战略对服务业发展有着怎样的作用机制；三是内需主导型战略的实施前提有

哪些。本文接下来将对这些关键问题进行剖析。

（一）内需主导型战略的基本内涵

①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处于衰退期的制造环节之所以能够进行国际转移，而且还能够在发展中国家虹吸大量的高级生
产要素，主要是因为按照经典的产业生命周期理论，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技术落差，在发达国家处于衰退期的产业，在
发展中国家有可能正处于成长或成熟期。

②这里的外商直接投资都是实际使用金额，数据来源于2003年和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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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需的概念，从狭义上理解是指“对国内商品和劳务的需求”，它涉及的是国内产出品与进口品的

竞争替代问题；从广义上理解则是指“来自国内的对商品和劳务的需求”，涉及的是有效需求来源于国

内还是国外的问题[13]。内需的这种狭义和广义之分，其实是来自于微观视角和宏观视角的差异。就本文

而言，内需更强调宏观视角下的广义理解。为此，我们认为，内需主导型战略的本质内涵就是依靠国内

市场主体的有效需求为主导，虹吸国内外优质生产要素为我所用，以促进产业创新和发展。中国是发展

中大国，国内人口规模、城市化进程等都无一不显示出巨量的市场潜能。当国内市场主体的这种潜能被

激活并形成有效需求时，中国经济完全能够以内需为主导实现质量型增长。一方面，大国经济的内需市

场具有“规模效应”，能够虹吸全球创新要素在国内形成集聚，既服务于传统制造业升级，也促进现代服

务业加速发育；另一方面，大国经济的内需市场还具有“竞争效应”，能够促进产品或服务的多样化和差

异化，既有利于契合当前的个性化定制潮流，也有利于避开发达国家的同质竞争，从而攀升全球价值链

的高端环节。实际上，美国经济在19世纪至20世纪期间的崛起，走的就是一条以内需为主导的发展道

路，其特点表现为宏观层面的国内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同时微观层面的企业存在强烈的内向倾向

（先在国内发展，后向海外发展）[14]。从美国内战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半个世纪中，美国在人口增长伴随

着人均收入增长的条件下，购买力不断提高，国内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而且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也使得市

场更为集中，运输成本和沟通成本不断下降，导致市场进一步扩大[15]。在这期间，美国公司均是在建立

起规模庞大的国内营销网络之后，才走上对国外市场的商务和资本扩张之路的。迈克尔·波特（2007）在

分析国家竞争优势的时候也指出，产业竞争优势的创造与持续应该说都是一个本土化的过程[16]。

但必须指出的是，本文提出的内需主导型战略并非等同于所谓的“闭关锁国”，内需主导与经济全

球化之间并不矛盾。从学理上说，内需主导型战略既能以开放的方式进行，如进口国外要素在国内加工

并在国外销售；也能以封闭的方式进行，如在国内完成产业链的整个价值增殖过程，不与国际经济发生

任何联系[17]。事实上，美国经济崛起所走的内需主导型发展道路，选择的就是高关税保护下的封闭方

式①。但是，当前时代的全球化市场分工不断向纵深发展，产品、服务、要素等国际间流动极其频繁，未来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逆的。从这一点来看，实行保护主义并不现实。因此，中国转向内需主导

型发展战略，不仅不会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行动相冲突，反而更应该积极主动地实施更高层次的对外

开放[18]。

（二）内需主导型战略的作用机制

众所周知，在出口导向型的国际代工模式中，外商牢牢控制着以现代服务为代表的中间需求，本土

服务业发育的土壤被抽离了。不同于出口导向型战略对中国服务业产生巨大的市场挤出效应，在内需

主导型战略下，服务业的发展不会受到这种市场挤出的影响。此中缘由在于：（1）从服务业发展的供给

推动来看，内需主导型战略是以国内市场主体的需求为导向，在内需驱动的国内经济大循环中促进差

异化的垄断竞争，实现价值链“链主”的培育。对于异质性较强的服务业而言，这种内需驱动作用更为显

著。这是由于在整条价值链条中，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环节均代表了“微笑曲线”高附加值的两端，两者

都属于服务业范畴，而且这些环节尤其强调差异化竞争。因此，内需导向将刺激国内本土的服务业企业

向这些高附加值的价值链环节集聚。而且，在大国经济中，这些本土服务业企业可以凭借规模效应，有

效地降低向价值链高端环节集聚的成本。（2）从服务业发展的需求拉动来看，出口导向战略下的国际代

工模式虽然促进了制造的全球化，但无法为服务业全球化提供动力，从而导致中国服务业发展具有典

型的本地化特征。与此相反，如果转向内需主导型发展战略则有利于利用我国庞大制造业的“市场需

求”优势，在发展先进制造、智能制造的基础上，通过产业间的互动协调效应，拉动中国服务业的质量型

①美国自内战发生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其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关税长期保持在40%到50%之间。参见贾根良（20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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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从出口导向型转向内需主导型，是要在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价值链之外，另行构建中国本

土企业主导的价值链，其形式既可以是国内（区域）价值链，也可以是全球价值链。但不论何种形式，本

土服务业企业有了可以发展的市场基础。实际上，由于母市场效益（Home-Market Effects），极大的国

内市场需求让大国成为差异化产品的净出口国[19][20]。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贸易形式的出口也将会大幅

增加，本土服务业也就获得了一个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加速器”。

（三）内需主导型战略的实施前提

内需主导型战略要取得成功的前提是作为大国经济的内需潜能被有效激活，其中的关键是真正建

立起国内统一市场。尤其是对于价格普遍较高的服务业而言，形成以收入均等化为特征的大规模国内

市场至关重要。这当中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投资需求的“有形之手”问题。长期以来，投资需

求是驱动中国经济和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但由于受到过去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这种投资驱动

带有强烈的行政干预色彩。譬如，地方政府在GDP考核之下往往会利用“有形之手”干预投资偏向制造

业，尤其是一些在短期内刺激GDP增长的高能耗、高污染行业；而对服务业投资比重偏低，即使在服务

业中又偏重房地产业；甚至在一些新兴产业中，地方政府也常常“一哄而上”，最终导致严重的产业同构

和产能过剩问题。之所以会发生这种现象，主要原因还在于行政分割，具体表现为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

上的双重壁垒。在产品市场上，地方保护主义盛行，限制外地商品和服务进入本地市场，在烟酒、食盐等

财政支柱行业表现尤为明显。甚至在一些品牌连锁经营中，由于总店和门店不在同一个本地市场，于是

就要按照地方政府要求进行双层缴税，这样一来，就加重了企业的运营成本，极其不利于实体经济振

兴。在要素市场上，劳动力受到户籍、公共福利等影响难以在地区间实现自由流动，基础设施建设在不

同地区间经常出现互不配套、不衔接、不通畅等问题，从而造成中国国内市场的严重“碎片化”。因此，实

施内需主导型战略必须明晰地界定政府权力边界，防止“有形之手”过度干预和扭曲市场投资配置效

率。二是消费需求的“消失之谜”问题。中国的国内消费需求长期不足，固然有统计分类差异的原因①，但

根本上还是由城乡二元化的经济结构所导致。一方面，人口城市化的滞后拖累了消费需求增长。发达国

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当人均国民总收入在8000-10000美元时，其人口城市化水平将达到75%左右。2016

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8620美元，但人口城市化水平只有41.2%，其损失的有支付能力的消费

需求规模预计达31609亿元之巨，高达当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9.51%[21]。另一方面，城乡土地产权

的二元体制，不利于农民消费需求增长。在现行土地制度下，农民个体对土地是没有所有权的，而只有

使用权，这就决定了其无权出售和抵押土地，而且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产权又容易造成土地权属关系

不明晰。因此，这些资产是无法转化为财富的“死”资产，农民无法分享城市化带来的发展成果，其消费

力也就被大大地限制了。

四、服务业转向内需主导型发展战略的政策取向
通过对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其内在逻辑的梳理和分析，我们认为，从出

口导向型战略转向内需主导型战略对未来实现服务业的质量型发展极其重要。为此，本文提出服务业

转向内需主导型发展战略的几点政策取向：

第一，加快推进国内统一市场建设，切实构建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在宏观上，政府应该积极完善

有利于市场统一的法律法规、产业政策等，通过司法体系改革、交通运输、互联网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

打破地方保护主义，促进地区间互联互通；在微观上，政府应该大力拆除中小服务业企业进入的“旋转

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房改后的居民购房支出激增，但是统计分类方法把居民的购建房支出归类为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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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玻璃门”等，鼓励企业间组建大规模联合组织，通过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积极整合农村市场初级

产品与城镇市场高附加值产品的产业链。

第二，全面实施负面清单制度来优化投资结构，提升国内需求质量。过去，中国实行的投资政策是

以正面清单为主的混合清单管理模式，即通过实行严格的审批制，政府规定哪些领域可以做，但这种审

批制对服务业存在很多垄断和管制，也严重干预个人、企业和市场等微观主体的投资决策，抑制微观主

体创新[22]。因此，要全面实施负面清单制度，除了负面清单上列明不能投资的领域外，尤其对于农林水

利、公共社会服务类、研发技改等支持类的投资项目，要全面放开市场准入、打破行政垄断，充分调动市

场主体的投资积极性。

第三，加快建设新型城镇化，释放国内需求潜能。新型城镇化的“新”体现在提升城市的市民幸福、

公共福利等内涵层面，内在地要求了户籍、土地和财政制度必须进行联动改革：一是建立和完善全民统

一的居住证制度，剥离与户籍挂钩的利益分配功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二是全面落实农村土地

确权工作，尽快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探索城乡建设用地指标跨区域互换机制；三是主动改革财

税体制机制，考虑试点实施全面的财产税，积极研究针对所有财产及其保有、获得、转让等各个环节应

该征收的合适税率，从而拓宽税基、稳定税收。

第四，注重发挥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产业互动作用，在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的

过程中，建设现代化的服务业经济体系。世界各国的发展事实表明，在工业化中后期向后工业化时期过

渡的阶段，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产业互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倘若忽视这种产业互动，一味地推

崇经济服务化必然导致“产业空心化”，陷入拉美国家式的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如果能够在培育若干世

界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过程中，充分发挥产业互动作用，也就能够为服务业的质量型发展奠定坚实

的产业支撑。

第五，积极抓住“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历史机遇，构建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促进服务业实现更

高层次的对外开放。一方面，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设互利合作平台，在运输服务、旅游服

务、通信服务、金融服务等开展全方位的国际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差

异化的工业化阶段形成了典型的产业梯度，有利于构建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促进中国服务业企业

“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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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cess, Logic and Strategic Chan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ervice Industry--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40 Years’

Experience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Ling Yong-hui, Liu Zhi-biao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service industry has become the largest industry in China’s national econ⁃
omy. However, compared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of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especially the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is still quite lagged behind in terms of the total scale and the structure of its internal industries. This paper ar⁃
gues that the logic behind this phenomenon l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OEM model under the export-oriented strategy. It has a posi⁃
tive technological spillover effect on the domestic localized service enterprises at the supply level, meanwhile, it also has a nega⁃
tive market crowding-out effect on the demand level. And with the deepening of globalization, the latter overtaking the former.
Therefor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mportant proposition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urgently needs to
turn to the domestic demand-led strategy in the new era. It argues that we should depend on the effective demand of the domestic
market to siphon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high-quality production factors and t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
na’s service industry with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 Reform and Opening-up; Service Industry; Export-oriented; Domestic Demand-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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